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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集体化的效率:组织 、博弈结构及激励
———对林毅夫(1988 ,1990)两篇论文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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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低效率的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计划控制制度内存在激励不相容 ,偷懒

实际上是农民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理性反映。林毅夫关于退出权导致偷懒并引发了生产效率低下的结论是

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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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已成为一种

共识 。林毅夫 《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理论与

经验研究》 , 《集体化与中国 1959-1961 年的农

业危机》 的两篇论文以 “偷懒” 作为集体化低效

率的解释 , 很难为经济史家和社会学者所认同 ,

更难为那些经历过那个时代艰苦劳动者所接受。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悖离呢 ?本文拟从集体化时期

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 、博弈结构及激励的角度作

出解释。

一 、 村社的组织

本文不对村社组织及其中的各种角色作详细

剖析 , 只分析他们在组织中各自的目标 (利益)、

作用和行为。

1.公社

公社是最底层的国家机构 , 它对生产队的控

制是通过大队来实现的。但大队在利益上并不和

公社完全一致。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 , 公社

除了政治方面的任务之外 , 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得

生产剩余以支持工业建设 。作为科层体制中的一

部分 , 公社业绩体现在每年的农业总产量增加和

公粮和余粮征集上。对农民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的

主要是余粮的征集 , 它和生产队的总产量成比

例 , 余粮的征收价格由国家规定 , 余粮定购任务

由国家根据生产队上一年的生产情况预先制定 ,

但会根据当年生产情况作调整 , 有时还会出现超

购的情况 。从生产队的角度来看 , 余粮的征集是

一种 “鞭打快牛” 式的反向激励 , 虽然国家在定

购价格上有所补偿 , 但不能改变其实为一种惩罚

的性质。作为业绩的体现 , 公社有多报总产量的

倾向 , 其结果是增加了定购任务 , 加重农民的负

担 , 导致农民交粮的积极性不高。为了增加总产

量 , 公社一方面加强对生产决策的控制 , 在良种

的推广 , 化肥 、农药的销售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就是组织水利建设 , 为农业

生产提供基础设施。粮食产量的最大化目标和农

民自身利益不完全一致 , 必然产生利益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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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错误的决策则更为农民所痛恨。

2.大队

和公社相比 , 大队是一个具体的组织执行

者 , 同时还是生产队总体分配的监控者 , 生产队

内部利益矛盾的协调者。大队在角色上既可能是

公社的合谋者 , 而获得一些政治利益;也可能成

为生产队利益的保护者。作为利益的协调者 , 大

队起到了促进生产队内团结作用 , 减少了内部矛

盾对生产效率的不利影响 。大队也掌握一部分公

共资源 , 获得一部分生产队的提留 , 这些是大队

提供其管辖范围内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 , 同时也

是形成队办企业的经济基础。队办企业和社办企

业一样为生产队提供了工分和现金的来源。

3.生产队

生产队平均 120人左右 , 队长一般由能力强

有威望的队员来担任 。生产队长除了靠自己的劳

动挣工分并不能从集体中得到额外的补偿 , 社员

对生产队长工作的回报也仅仅是对队长在各个方

面权威的尊重。社员劳动所挣工分依赖于队长的

工作分配 。从生产绩效上来说 , 生产队间的差别

是很明显的。但从经验性的和带有程序化特征的

生产决策方面来说 , 生产队长大都是合格的 。生

产队的产出效率并不完全由队长的管理及社员的

合作和努力程度决定 , 能否有效地抵制公社的错

误干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生产队往往会划分为若干个小组 , 组长一方

面是队长在生产管理方面的助手 , 同时也会为本

小组在生产队内争取利益 。生产过程中 , 会根据

需要产生一些临时性的组合 , 由队长指定一个临

时性的领导者 , 从事 “喊工” 和监督。大多数时

间里 , 队长都是在自己的组里从事生产劳动而不

是事必亲躬地去监督 。生产队长和组长的监督有

效性依赖于社员们对其权威的尊重 , 更为普遍意

义上的监督则来自于社员之间 。但我们并不能因

此得出监督弱的结论 , 事实上 , 监督可能是非常

强甚至还是过度的 , 有时还会因此引起队内的矛

盾。队内的分配我们称之为工分制 , 大致可分为

两种:评分工分制和定额工分制
[ 1]
。

对于评分工分制来说 , 如果当年生产队的总

收入是给定的 , 队员收入的多少决定于自己的出

勤数和每日的评分数。假定每个人都尽力劳动 ,

评分的公平性依赖于底分等级划分的合理性和底

分评定的频率;如果底分每日评定 , 那就是日评

制。在不考虑评分公平性的条件下 , 个人所得工

分实际上等于个人的劳动能力 。在评底分的情况

下 , 个人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底分是否和自己的

劳动能力相符合 , 以及他人实际劳动是否和其能

力相符。因为偷懒意味着以更少的劳动占有了更

大份额的收入 。个人对所有人进行劳动监督是不

可能的 , 但在大田集体劳动中 , 人人都有监督的

积极性 , 个人劳动在空间中的分布距离只要不超

过监督的方便性 , 监督就是低成本和有效的 。因

而偷懒不被发现的可能性极低 。组内集体合谋式

偷懒是可能的 , 但组间任务分配和组的不固定以

及队长 、 组长的监督即可有效地避免这一点 。对

偷懒者的惩罚是底分的下降。

定额工分制下 , 当年生产队总收入给定 , 社

员们最为关心的是总工分的划分方法是否合理 ,

自己是否能至少得到和自己能力相符的定额以及

别人劳动的质量。因为这些关系到年终自己劳动

收入的多少。定额分配的合理性依赖于队长的公

平分配 , 而劳动的质量依赖于监督 。在监督效率

上 , 由于定额工分制的实际收入是和工作质量相

联系的 , 从对偷懒的监督这一点上来说 , 工业生

产中经常采用的计件制所要求的外部监督水平应

更高 。

很多文献对农业集体化时期集体偷懒的描述

和以上对生产队内的生产组织描述相悖 。林毅夫

从微观激励结构和博弈的角度对之进行了解释 ,

但他把分析建立在监督 (成本)和退出权上则是

错误的。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 , 组织的低效率主要由

组织内部人的短期行为与组织制度中存在激励不

相容两个原因引起。

二 、 生产队内的博弈结构

从囚徒困境及其重复博弈的角度看 , 出现次

优均衡的内在原因是惩罚的有效性不足导致了人

们的短期行为 。林 (1988)没有看到退出权事实

上相当于一个承诺 (威胁), 是对偷懒者进行惩

罚的一个承诺 。但这个承诺并不是可信的 , 只有

当偷懒抵消了个体从规模经济中得到的全部好处

时才会触发惩罚行为;如果我们再假定偷懒无传

染性 , 那么组织是否会解体就依赖于组织中人的

类型 。以上的分析说明退出权并不是高效率均衡

的充分条件。但退出权是否是必要条件呢? 我认

为并不是必要的 , 因为作为惩罚的手段可能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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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 , 况且退出权作为惩罚的手段并不是完全有

效的 。

定额工分制相对较简单 , 假定生产队有 120

人 , 按劳动能力划分为 6个等级 , 每个等级中各

有 20 人 , 日工分数随等级递减 , 分别为:10 ,

9 , 8 , 7 , 6 , 5 , 4个工 , 人的劳动能力无变动 ,

这种划分得到了一致认同 。全年劳动 350天 , 没

有缺勤[ 2] 。

在理想状态下 , 不考虑天气以及公社 、 大队

及生产队长的行为对总产出的影响 , 总产出为总

工分数的函数。

1.惩罚足够严厉情况下偷懒者的行为

首先 , 假定对于少数偷懒者的惩罚是发现其

偷懒则在其当前的等级上降一级 , 直至为零止 ,

惩罚是永久的。其次 , 假定其他人都不偷懒 , 个

人偷懒被发现的概率为 π。

在这种情况下 , 偷懒被发现的概率趋于零的

情况下 , 只要不为零 , 一次偷懒得到的收入最高

为 10个工分 , 但相对于被发现的永久损失若不

成比例 , 则理性的人选择不偷懒 , 若偷懒被发现

则理性的选择就是永远偷懒下去 , 直到他被迫退

出为止。退出权实际上相当于组织参与人的保留

效用 , 它也是对偷懒者的一个保护 , 从而削弱了

惩罚的效果 , 即提高了对发现概率的要求 , 增加

了监督的成本。上面的策略中 , 如果不存在退出

权 , 那么只需一个极小的偷懒发现概率 , 这说明

监督并不需要一个很大的强度 , 因而在惩罚足够

的情况下正式监督的成本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上

面是一个严酷策略 , 事实上各种触发策略都可

以 , 只要惩罚的强度足够 , 偷懒就有一个足够小

的概率。如果偷懒者有足够耐心 , 最低要求的惩

罚只需满足按 “多劳多得” 原则进行公平分配即

可。在生产队中关注长远利益的个体更关心的是

公平而不是其他 , 而关注公平的个体必然会加强

生产队内部监督 , 不然公平分配就不可能实现 ,

这样外部正式监督就被某内部监督替代了。

2.惩罚不足的情况下的个体行为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不考虑公社 (政

府)行为对生产队的影响 , 假设队内部分人偷

懒 , 部分人未偷懒 , 作为个体是可以观察到他人

偷懒的 , 现在总产出已不再是总工分的函数而是

实际劳动工分的函数 , 而且这个函数也是可观察

的 , 而领导者的正式监督不存在。那么理性的个

人是否加入偷懒的行列则依赖于个人对损失的容

忍度 , 其极限由社员的净效用最大化决定 , 即:

MAX　U (Qi (总偷懒 , Li))+C (Li)

U 为社员 i个人的物质分配 Qi所带来的正

效用 , Qi是总偷懒的减函数 , Li 边际递减的增

函数;C (Li)社员 i劳动的负效用 , 是 Li的边

际递增的增函数。

图 1　社员个人行为分析

　　我们先假定所有人的效用函数一致 , 其边际

效用即边际收益曲线 MR 表示 , 劳动付出的边

际成本用 MC (Li)表示 , 总偷懒是外生变量。

初始状态均衡于 C 点 , 这时不存在偷懒。由于

总偷懒的增加 M R移动到 MR1 , 均衡由 C 点移

动到 D点 , 这时个人加入偷懒行列并产生传染 ,

MC 的斜率反映了个人对劳动付出的敏感度 , 越

平 , 不偷懒导致的感觉上的无收益付出 (阴影部

分面积)越大则传染性越强 , 同时也意味着他对

公平的要求越高 , 对他人偷懒进行监督的积极性

也越高 。在偷懒传染的情况下 D 点并不是稳定

点 , 只能一直发展为劳动 Li为 0止。但这个结

果不符合理性 , 除非是真正的懒汉 , 个体总希望

能提高净效用 (SOCF >SODE >0), 要求减少

总偷懒。在无退出权 , 生产队也不可能解体的情

况下 , 最少得使总产量 Q 能够维持在生存的需

要上 。假定给定的生产队的总偷懒可以满足这一

条件 , 设如 A点 , 那么只有当 A 点能满足总产

量按实际劳动进行公平分配这一条件 , 偷懒的传

染才能被阻止 。其实在工分制下 , 只要满足队内

社员间的实际劳动量最终维持在按能力进行分配

的秩序上 , 那么从 A 点到 C 点之间任意一点都

可实现均衡。在这种秩序下的偷懒也是公平的偷

懒 , 可以称此为 “一致性偷懒” 。

很明显 , 这里得引进监督以保证公平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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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 MC越平坦则要求监督水平越高。同时 ,

如果 MR 越陡峭 , 个体对净效用追求越强烈 ,

则给定的总产量越低 , 个体付出劳动的积极性就

会越高 , 特别是当总产量只能满足基本生存的时

候 , 生存的竞争会有效地降低偷懒发生的可能。

如果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 , 假定某人的边

际效用为 MR1 , 当工分是按能力分配时 , 个人

的最优化解为 D点对应的劳动量 Li2 , 而其劳动

能力决定的劳动量为 Li1 , 这在实质上又回到上

面所分析的状态 , 进一步强调按劳分配原则的重

要性和监督的重要性 。在满足按劳分配的条件

下 , 追求净效用的个人一定会将均衡推向个人的

最优化为 D点 。因为有规模经济的存在 , 故 D

点一定是大于其退出点。这就告诉我们退出权不

是必要的 , 而按劳分配则是必需的 。

从公平所要求的监督角度来说 , 作为正式的

上级监督 , 管理的宽度限制了其对劳动数量和质

量进行监督可行性 , 监督成本太高 , 因而只能是

非正式的内部监督 , 即组织内人与人的监督 。而

事实也正是如此 , 同时这种内部监督也是有

效的 。

因而在生产队内 , 要么是偷懒者足够少 , 以

至于对个人的影响可以忽略;要么分配足够公

平。显然 , 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 , 如存在偷

懒就必然是 “一致性偷懒” , 而这种 “一致性偷

懒” 则不应是非理性的。

综上分析 , 在农业集体化时期 , 从社员和社

员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 , 个体的偷懒及其传

染不是导致低效率的原因 , 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如果一致性 “偷懒” 确实存在 , 那么必然是生产

队之外的原因造成的 。对于内部监督问题可能会

有三个方面的疑问:劳动质量的如何衡量;劳动

者相互监督的积极性问题;监督的成本问题 。

主流的观点认为由于工业生产的可控性高 ,

并可在严密分工基础上实行大规模的机械性协

作 , 因此 , 它可以通过集中化 、标准化 、专业化

等方式进行生产 , 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准确地进行

劳动计量 。而农业活动的复杂性与综合性使得它

难以与生产的标准化 、定量化相适应 , 同时也难

以形成功能 、职责明确的专业化分工 , 由此导致

劳动的考核和计量难以做到精确 , 所以监督成本

极高 。

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组织下的劳动时间与收入

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关联性 , 而一个人所挣得的工

分数只与其付出的劳动时间有直接关系 , 却与其

努力程度 (劳动质量)关联很小 , 因而不会生成

相互间监督的约束。

其实 , 农业内部监督相对于工业的高成本并

不是以实证性的数据对比进行证明的。所谓的工

业劳动的可度量性 , 其实质是将人和生产流水线

紧密结合来实现的 , 其度量的实质是机器运行时

间。能否实现 “偷懒” 依赖于工人对机器的运行

效率的控制能力以及人和机器的结合程度 , 集中

化 、 标准化 、 专业化只是可度量性的一种表象 ,

这并不能说明工业就比农业监督容易。集体化时

期的劳动本来就是集中劳动的 , 从总体来说农业

劳动体现出纵向一体化的特征 , 是非专业化的 ,

但农业生产并没有进行分地块一体化的包干 , 总

是集体性地同时从事同一种农业劳动 , 而生产的

这种非专业化特征更有利于彼此之间的劳动量的

比较和相互之间的监督。对于劳动质量的衡量 ,

我们则不要低估了具有丰富经验的人们的眼光。

假定产出和实质性的劳动量正相关 , 而实质

性劳动量和劳动时间及劳动质量相关 , 而队内的

劳动者最为关注的是收入流和公平;那么 , 在收

入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 劳动者对收入流的变动就

极为敏感;在劳动量极大的情况下 , 身体的痛苦

就会引发对他人偷懒的极大的痛恨和愤怒。如

此 , 社员怎会没有监督的积极性呢 ?主流观点中

的所谓 “监督” 实质指的是大队以上的领导者对

生产队和队内的个人进行监督 。这种监督 , 农业

相对于工业来说其难度必然为高 , 成本会很高。

事实上这种监督却是不必要的 , 它也是集体农业

低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 也会导致集体性 “偷

懒” , 这种 “偷懒” 是集体理性的。其内在原因

是农业制度体系中激励不相容导致的。

三 、 村社组织内的生产队激励

上面的分析是排除了领导者的行为对生产队

产出的影响情况下得出的结论 , 是理想状态下的

描述 。在非理想状态下会对生产队社员的集体行

为产生影响。为了问题的简单化我们不考虑个别

情况 , 不考虑劳动人口的变化 , 假定劳动量的大

小是由领导者决定 (这里没有考虑自然灾害导致

的有效劳动损失), 劳动者被动接受劳动安排 ,

但劳动者以自己的效用状态判断劳动的有效性 ,

而有效劳动和无效劳动是均匀混合且是可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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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这样总劳动按劳动者的能力 (工分)公平地

分配给每个社员 , 进一步假定社员的效用函数一

致。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生产队的集体理性 “偷

懒” 进行分析。

集体化时期实行的是生产按计划 , 余粮强制

性按计划进行征 、订购制度。余粮的强制征 、订

购比例 , 是按正常年景产量在留够口粮的前提下

制定的 , 这显然是一个倒逼机制①。但这个倒逼

机制是把双刃剑 , 它一方面把均衡推向图 1中的

A点 , 在社员对余粮征 、 订购无法反抗的情况

下 , 在生存的压力下 , 它提高了个体对公平的诉

求 , 有利于内部监督提高 , 从而提高了均衡的稳

定 , 减少了偷懒的可能;但另一方面 , 在不考虑

卖粮所得的情况下 , 实际劳动 Li 一定会大于

Li3 , 如果卖粮所得不能有效提高个人效用使之

最少大于退出点的话 , 则必导致偷懒倾向变大。

同时 , 如有退出权则集体生产必解体 , 这说明了

取消退出权在当时制度条件下的合理性 。根据图

1 , 如卖粮所得使个人实际效用在 D点 , 其对应

的劳动为 Li2 , 而实际劳动在 Li1 , 那么个体就

必然有动力通过偷懒的方法降低实际劳动 , 这样

我们就解释了一致性偷懒 , 即集体理性偷懒产生

的原因。

由此可以建立下面一组函数式来描述人的

行为:

EY=F (LC , P)　　　　　　　　①

E=F (EY , y , S) ②

Q=F (E), 0≤E≤1 ③

U=F (Y (P*Q), y) ④

S=F (g), g=U'(y )-U'(Y) ⑤

这里 EY 是对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形成的非副

业总收入的预期;LC 指领导者的能力;P 指国

家政策 , 在口粮基数给定的条件下实际指的是余

粮收购价格;E指努力程度;S监督 (控制);Q

指总产量②;g 是 “偷懒” 倾向 , 其含义是指社

员希望将更多的劳动配置在副业和自留地上 , 同

时也就意味着对集体劳动投入意愿的下降。

在函数①中 , EY 是 LC 和 P 的增函数;在

函数②中 , E 是 EY 的增函数 , 一般来说 , 当 S

是有效监督 (控制)时 E 是 S 的增函数 , 若 S

是无效监督则 E 不受 S 影响;在函数 ③中 , Q

是 E 的增函数且边际递减。函数④是生产队的

总体效用函数 , 其中 Y 指对生产队集体劳动所

形成的非副业总收入 , y 为非集体的自留地劳动

以及副业劳动所形成的收入。函数⑤中 S是 g 的

增函数。

政府的行为是在 LC 给定的条件下通过选择

P 和 S追求净产量的最大化;其最大化形式可表

述为:

MAX　Q-C (S)

生产队在 LC 、 P 给定的条件下选择 E追求

总效用 U 最大化 。但他不一定能实现最大化效

用 , 他会根据监督 (控制)水平选择一个适当的

努力程度 E 。即:

MAX U=F (Y (P *Q), y)

S t.　E=F (EY , y , S)

只有当政府能够选择适当的 P , 满足 g =U'

(y)-U'(Y)≤0时 , “偷懒” 才不会出现 , 这

时生产队的生产效率才可以提高 , 这时 S也可下

降为 0 , 从而实现政府和生产队的效率相容性。

根据上面的分析 , 我们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情

境 , 显然这个条件是无法满足的 , 就是在当前的

条件下 , 如果我们把农业收入和农民工的打工收

入作为一个矛盾体来看 , 效率相容性激励条件也

是无法满足的 , 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低效率的现

实性 。

当激励相容性条件不满足时 , 即 g=U'(y)

-U'(Y) >0 , 就会导致 (S←※E ←※g ←※S

←)螺旋上升过程 , 最终监督成本的上涨会导致

农业生产体系的崩溃 。

对于农业生产效率 , 需要注意的另一个关键

的量就是 LC。 LC 对效率的影响反映在劳动量

和产量的相关程度上 , 在理论上 , 相关程度越高

则努力 E 就越高 , 这一点农民可以清晰地感受

到 , 但技术上无法定量地描述 。与之相关的是 ,

如果劳动力的投入是增长的 , 但 LC 决定的和产

量相关的总劳动量不增长 , 就会导致公平分配的

每个社员的劳动量等比例下降 , 在现实中就体现

为人浮于事 , 有些人也会将之不加区分地认为是

“偷懒” 。

上面的分析体系中可能存在着一个悖论 , 并

最终决定了集体化的命运 。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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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征 、 订购所得粮款是不能用来购买粮食的。

事实上是指强制征 、 订购量 , 它对效率的影响是和征 、 订购价格复合在一起的 , 在后文中为行文方便并没有考虑这一点。



样化的需求 , 现实中有私的生产 , 那么比较单一

化的生产队生产要求农业生产体系内形成市场交

换 , 集中计划管理的难度就会随之增加;而且

LC 越有效率 , 则 E 越高 , 同时 U'(y )就越高 ,

它会通过 g 要求 P 或 S 提高 , 最终使体系无法

维持 。这就是说集中计划管理的集体农业会因为

其高效率而面临解体的命运! 这样我们就进一步

解释了一致性 “偷懒” :它实际上是生产队内的

社员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要素不能合理配置的

反抗 。

在征 、订购甚至超购价格给定且较低的情况

下 , 政府和农民的博弈关系是:政府可以利用强

制的扩大的征 、 订购量以倒逼口粮的方式促使农

民努力劳动增产粮食 , 但这是有限度的 , 在遇到

农民抵抗时必定要后退 , 并转而以监督 (控制)

的方法进行 , 但这是一个高成本而有效性低的方

法。在获得一定空间的条件下农民则以一致性

“偷懒” , 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资源配置的效率 ,

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政府监督控制的成本来倒逼政

府提高粮食价格 , 降低工业品价格 。

四 、 对林毅夫 (1988 , 1990)两篇论

文的评论

《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理论与经验研究》

(林毅夫 , 1988)的关键问题在于他对工分制的

误解造成了分析逻辑上的不完备[ 3] 。

林毅夫在文章中建立了 hi =h (π, ei)这样

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意义是领导者监督社员个

体的努力并按其实质性劳动量给予社员一个工分

数 , 社员则通过自己的劳动去争取工分 。这里的

“监督” 实际指的是 “评价” , 真正的监督和偷懒

相关联 , 如果没有 “偷懒” 的存在就没有与之相

对的 “监督” 的必要 。显然领导者无论是公社或

大队干部都不可能去评价个人劳动的工分值 , 这

是生产队内的事情 , 他们只能对生产队普遍性的

偷懒以及由生产队内因个别性偷懒而引发的矛盾

进行干预 。生产队内的工分无论是评分工分制还

是定额工分制 , 都是按个人劳动能力进行分配

的 , 和个人的努力程度关系不大 , 努力程度是和

“偷懒” 相对的一个概念 。关于这一点在评分工

分制下很容易被理解 , 如评底分 , 劳动一日的工

分数事先是给定的 , 当日到底能拿多少工分则由

个人的偷懒和监督决定 , 底分和实际工分之间的

差 , 可以理解为对偷懒的惩罚 。在定额工分制

下 , 如果社员的能力根本达不到其想获取到的工

分 , 那么无论其努力程度如何 , 我们很容易就得

出他想偷懒的结论 , 在这种情况下焉能得到其想

得到之工分数 ?若定额已分配 , 然后才有对偷懒

的监督。因此 , 努力程度和产出量相关 , 与努力

程度相关的监督与偷懒则和分配的公平性相关 ,

不考虑惩罚对工分的缩减 , 则工分和监督无关。

其中 , 监督水平π由生产队内社员对收入的敏感

性和对公平分配的态度决定。这种监督是社员间

的监督而不是领导者的监督。因而 , 建立在领导

者对生产队内个体社员监督基础上的激励结构分

析 , 以及由此引出的因监督成本高而监督不完

全 , 并进而导致生产队的低效率之结论的该篇论

文 , 在逻辑上就有其瑕疵之处 。

《集体化与中国 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林毅夫 , 1990)以退出权和偷懒之间关系为出

发点解释了集体化农业低效率的原因[ 4] 。但依据

林的判断 , 退出权在 1958年以后就已经没有了 ,

因而可以说林是以反历史假设为出发点进行论证

的。下面我们来看这篇论文的逻辑:1.竞争性

理论的排除;2.前提:退出权假设 , 生产队情

境假设;3.论证:博弈分析;4.结论:退出权

的取消导致了偷懒 (低效率);5.实证:退出权

取消前后生产效率的巨大落差 (假定为已知客观

事实), 预言被证实 。

如果不考虑反历史假设本身的问题 , 仅从 2

-5的形式过程来看其研究问题的方式和自然科

学的规范是符合的 , 这导致大量对林的文章的反

驳只能从他的理论前提着手 , 但当这些争论和反

驳本身面对林的文章的预言-证实逻辑的时候就

会显得软弱无力。下面从实证这个环节来对之进

行讨论。

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有两种 , 一种是理论的预

言在自然中直接地 (可以利用仪器)被观察到;

第二种是根据理论所要求的环境 , 在一个与之完

全相符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 在结果和原因之间建

立起明确的因果关系链 , 而这种因果关系不包含

被排除的竞争性理论所表明的因果关系 , 即 A=

>B , B=>A 同时成立 , 从而证实理论的正确

性;与此相反的 , 在已知结果的条件下通过理论

假设以逻辑推演的方法推导因果关系链 , 则是建

立理论的一种方法 。与之相对应的是林的文章 ,

如果其所预言的集体化前后的生产率数据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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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被观察到 , 那么其结论的可靠性就难于被挑

战 , 除非能提供反例 。但关键的是生产率的数据

是通过类似于实验的方法得到的 , 这就要求退出

权必需是生产率实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如果

不是 , 那么竞争性理论的排除部分就有存在问题

的可能 , 新的竞争性理论的出现也是可能的 , 这

样假说也就只能停留在假说阶段。根据林文的假

说 , 无退出权导致偷懒 , 偷懒导致低效率。退出

权的问题在第二部分已讨论过了 , 这里我们假定

无退出权导致偷懒是正确的 ,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

怎样通过实证来证明偷懒和低效率之间的因果性

及因果唯一性。林引用了文贯中 (1989)[ 5] 的效

率 (TFP)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 , 看似很有说服

力 , 但却有两方面的困难:

其一 , 我们先来看林所引用的文贯中

(1989)的效率 (TFP)的计算公式:

TFP =Q/(aL +βK)

很显然他是应用给定的 C-D生产函数为前

提来计算的。那么 , 我们可以先假定生产具有规

模经济不变的特征 , 而且是无技术进步的 , 在这

种情况下 , 生产前沿是给定的 , 在等产量曲线给

定的条件下 , 要素的配置点如果落在等产量曲线

的右边则说明生产是低效率的。这时的 TFP 是

小于 1的 。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里的 TFP “低

效率” 的原因只有技术上的含义 , 并不能直接和

偷懒建立联系 , 它包括三种情况:L 投入过多;

K投入过多;L 和 K 同时投入过多 。只有当我

们能确信这三种情况都只和偷懒具有直接而且唯

一的关系的情况下才可以利用 TFP 作为偷懒存

在的证据。很显然这是不能的 ! 按照林的排除

法 , 如果排除气候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 , 再加上

假定领导者 (LC)无影响 , 那么我们可以在偷

懒和 L 与 K同时投入过多之间建立直接而且唯

一的联系 。

其二 , 更进一步 , 如果放宽对技术进步的假

定 , 那么当按给定的 C-D生产函数为前提来计

算的 TFP 数值上升是否能说明无偷懒或是偷懒

程度变轻呢?显然 , 由于技术进步因素已包含在

TFP 中 , 所以我们不可以因 TFP 数值的变化而

对偷懒程度变化做出判断 。由于偷懒的变化在关

于制度变迁与效率变化的逻辑关系的实证中的关

键性 , 故我们在得出结论时要小心 。正确的做法

是利用动态的生产前沿将技术进步因素去掉后去

考虑技术效率的变化 。

根据上面的分析 , 可以看出林文实证方法的

不恰当。因而 , 即使林在其文章中花了大量的篇

幅来证明集体化时期的生产率低的可信性 , 也不

能增加其假说的可信度。

五 、 对本文理论的实证分析

在第三部分我们描述了村社组织内的各种因

素相互作用及其对效率产生的影响 。如果假定

LC 所决定的总劳动量给定 , 而且总劳动和产量

是完全相关的 , 那么在 C-D 型生产函数下偷懒

程度就指向了 L 、 K 同时被浪费的程度 , 即技术

效率的变化。在此前提下 , 根据模型我们知道努

力程度 E 和偷懒是反向变化的 , 由于 E 是 P 、

y 、 S 的函数关系 , 因而偷懒和它们也有函数关

系。其次 , 我们要理解S 的含义 , 作为监督 (控

制)的S 具有监督的不完全性 , 同时它可以对非

主业的劳动进行限制 , 这就说 S 和 y 具有内在联

系。这样偷懒就可以简化为 P 和 S 的函数 , 即

(偷懒=fcp , s)。根据前面的分析 , 可以得出这

个函数的性质:

1.当价格 P 下降时 , 由于监督的不完全

性 , 无论 S 是上升的还是下降的 , 效率都会下

降 , 但监督 (控制)的高水平有助于效率的

稳定;

2.当价格 P 缓慢上升时 , 由于激励相容性

条件的作用 , 无论监督 (控制)S 是上升还是下

降的效率都会下降 , 但高水平的监督 (控制)有

助于效率水平的稳定 , 而监督 (控制)的下降则

会导致效率快速下降;

3.当价格 P 迅速上升而监督 (控制)S 同

时大幅下降 , 则效率会迅速上升;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 , 第二条中的监督S 是无

法得到的 , 但我们可以利用 S和 y 之间的关系改

用副业收入对总收入的比率来代替 , 因为监督

(控制)水平越高则从事工 、副业和自留地劳动

的比例就会下降。

方法和数据的说明:数据的大部分用的是文

贯中 (1989)所采用的数据 , 农产品定购价格和

副业收入总收入比则来源于 《中国农村经济统计

大全 (1949-1986)》 (农业部 1989)[ 6] 。方法则

用的是 DEA分析中的面向产出的多阶段 CRS分

析模型 , 其中使用的是动态生产前沿分析技术 ,

使用的软件为 deap2.1。其结果见表 1:

136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 39卷



表 1　农业效率及影响因素①

firm
input

劳动力
slack

土地
slack

资本
slack

流动
投入
slack

技术效
率 TE

副业收
入总收
入比 CO

农产品
收购价
格指数 P

1953 0 0 0 0 1.000 0.0460 132.5

1954 0 0.03 0 0 0.990 0.0450 136.7

1955 0 0 0 0 1.000 0.0440 135.1

1956 0 0 0 0 1.000 0.0450 139.2

1957 0 0.101 0 0 0.986 0.0430 146.2

1958 0 0.413 0 0.272 0.997 0.0400 149.4

1959 0 0.253 0 0.161 0.974 0.0630 152.1

1960 0 0.048 0 0.514 0.980 0.0770 157.4

1961 0.167 0.03 0 0.274 0.984 0.0730 201.4

1962 0.136 0 0 0 0.957 0.0730 200.1

1963 0.092 0 0 0 0.944 0.0690 194.4

1964 0.037 0 0 0 0.949 0.0650 189.5

1965 0.005 0 0 0 0.949 0.0650 187.9

1966 0 0 0 0.141 0.952 0.0610 195.8

1967 0.018 0 0 0 0.946 0.0600 195.5

1968 0.087 0 0 0 0.951 0.0620 195.2

1969 0.074 0 0 0 0.950 0.0700 194.9

1970 0 0 0 0 1.000 0.0870 195.1

1971 0 0 0 0.079 0.989 0.0850 198.3

1972 0 0 0 0.203 0.980 0.0973 201.1

1973 0 0 0 0.174 0.985 0.1001 202.8

1974 0 0 0 0.19 0.984 0.1056 204.5

1975 0 0 0 0.282 0.977 0.1248 208.7

1976 0 0 0 0.273 0.969 0.1645 209.7

1977 0 0.004 0 0.332 0.963 0.1933 209.2

1978 0 0.034 0 0.345 0.974 0.2002 217.4

1979 0 0.061 0 0.321 0.970 0.2070 243

1980 0 0.032 0 0.32 0.972 0.2358 284.4

1981 0 0 0 0.302 0.975 0.2454 301.2

1982 0 0 0 0.249 0.982 0.2485 307.8

1983 0.013 0 0 0.146 0.992 0.2735 321.3

1984 0 0 0 0 1.000 0.3438 334.2

1985 0 0 0 0 1.000 0.4704 362.9

1986 0 0 0 0 1.000 0.5564 386.1

　　从表 1可以观察到几种要素可同时按比例被

浪费的波动状态 , 如果对 LC的假设成立 , 那么

径向效率就度量了 “集体偷懒” 的程度 。下面需

要说明的是农产品收购价格 、 副业收入农业收入

比的变化趋势与 TE 的变化方向是否和我们的结

论一致。将这些数据纳入同一张图可以更直观地

和我们的结论对比分析。

图 2可以看出 TE变动和我们的判断是较为

吻合的。

图 2　农业效率及影响因素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除了天气等人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外 , 导致

生产队集体农业低效率的原因主要是对粮食价格

的人为压制和对农业的集中计划管理 (控制)所

造成的;社 、 (大)队和生产队的工 、 副业的发

展反映的是农业内资源优化配置的自发要求 , 但

它和宏观经济政策是冲突的 , 这种冲突使集中控

制加剧且控制成本随之上升 , 并促使生产效率下

降 , 直到使宏观经济政策无以为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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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表 1中 T E是径向效率 ,它度量了一定技术条件下生产相同产量几种要素可同时按比例减少的程度 ,即几种要素的同时被浪

费程度;s lack是松弛量 ,即除去径向效率被浪费的量之外的可单独减少而不影响产量的要素量 ,也就是要素的单独被浪费程度。需要注

意的是 TE并不反映效率的绝对值 ,而是效率的变化。

②　图 2中 CO 为副业收入农业收入比 ,代表控制强度 ,数字越大则控制越弱 ,其数据为原始数据乘以 100后的数据 , P 为农产品

收购价格指数 ,其数据为原始数据除以 10后的数据 , TE则是原始数据乘以 100并减去 99后得到的数据。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能在不改

变趋势的状态下使之较为容易地放在一张图中。数据年度是从 1953-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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